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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七之厄”與兩漢之際經學
思想之關係
———以路温舒、谷永、王莽爲中心
孫少華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從“三七之厄”推算思想看，路温舒提出的“漢厄三
七之間”，主要涉及天文與曆數；谷永在路温舒基礎上，又增加了
《周易》思想；王莽的“三七之厄”，主要與《周易》、讖緯、五行有
關。從三人“三七之厄”思想的變化及其與經學之關係看，路温舒
以董仲舒《公羊春秋》説災異，是西漢初年流行做法；谷永説災異，
較爲深入地援引各種經學文字，並且在西漢通行經文文字基礎
上，開始引用古文經文字；王莽的“三七之厄”説，除了繼續以古文
經學説災異，還採納了齊人甘忠可的讖緯學説。劉秀時期提出的
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，仍然沿襲的是王莽“三七之厄”的推算方式。
二者皆爲王莽代漢、劉秀代莽的輿論工具。
【關鍵詞】“三七之厄”　 經學思想　 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　 漢
有六七之厄　 兩漢之際
陰陽五行、讖緯和符命，是秦漢人對自然、世界與社會、人生關係的基
本思維方式。嘗試探索此時期文史文本對此類文獻之記載，可更接近漢人
之思想與文本。例如，“三七之厄”是西漢中期以後影響較大之思想，深入
分析其内涵、推算方式及其與經學的關係，有助於認識此特殊時期之歷史
細節。
《漢書》有三次關於“三七之厄”之記載，分見於《路温舒傳》、《谷永傳》
與《王莽傳》。因此説與帝王受命、王權更替有關，且涉及當時非常流行之
“推厄法”，既有較高的政治敏感度，又加時人對“三七之厄”推算法多秘而
不宣，故當時及後世文獻對此並無較多記載。《漢書》注、《資治通鑑》胡三
省注等，雖然略有解釋，惜其説較爲簡略，未釋衆疑。深入分析“三七之厄”
及其相關社會問題，對於把握漢人之天人觀念、思維方式不無裨益，同時有
助於認識“三七之厄”之思想基礎與兩漢之際經學思想之關係。
一、“三七之厄”推算思想與曆數、天文、五行、讖緯之關係
　 　 漢代“三七之厄”，其説源於《漢書·路温舒傳》：
　 　 温舒從祖父受曆數天文，以爲漢厄三七之間，上封事以豫戒。成
帝時，谷永亦言如此。及王莽篡位，欲章代漢之符，著其語焉。①
據此段材料分析，路温舒“三七之厄”，主要與“天文”、“曆數”有關。此處
揭示“三七之厄”的緣起與發展歷程，最早肇端於路温舒之祖父，至王莽始
爲顯説。其發展路線如下：路温舒祖父———（路温舒之父？）———路温
舒———谷永———王莽。因谷永支持王氏，其説有服務王氏之目的，故漢成
帝對其未予信任②。
漢成帝元延元年（前 １２），連續出現異常天象，谷永上書曰：
　 　 夫去惡奪弱，遷命賢聖，天地之常經，百王之所同也。加以功德有
厚薄，期質有修短，時世有中季，天道有盛衰。陛下承八世之功業，當
陽數之標季③，涉三七之節紀④，遭《無妄》之卦運⑤，直百六之災厄。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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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⑤
班固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年版，卷五一《路温舒傳》，第 ８册，第 ２３７２頁。
《漢書·谷永傳》：“永於經書，汎爲疏達，與杜欽、杜鄴略等，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。其
於天官、《京氏易》最密，故善言災異，前後所上四十餘事，略相反覆，專攻上身與後宫而已。黨
於王氏，上亦知之，不甚親信也。”
孟康曰：“陽九之末季也。”
孟康曰：“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，今已涉向其節紀。”
應劭曰：“天必先雲而後雷，雷而後雨，而今無雲而雷。無妄者，無所望也。萬物無所望於天，災
異之最大者也。”顔師古曰：“取《易》之《無妄》卦爲義。”
難異科，雜焉同會。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，群災大異，交錯鋒起，多
於《春秋》所書。八世著記，久不塞除，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，
三朝之會，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，七月辛未彗星横天。乘三難
之際會，畜衆多之災異，因之以饑饉，接之以不贍。彗星，極異也，土精
所生，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，兵亂作矣，厥期不久，隆德積善，懼不
克濟。①
據此處記載，“三七之厄”與《周易》之《無妄》、“百六”之災同爲“三難”。
《無妄》涉及《周易》，“百六”涉及天文，“三七之厄”當與曆數有關。可知谷
永學説，是在路温舒基礎上，補充《周易》學説。“當陽數之標季，涉三七之
節紀，遭《無妄》之卦運，直百六之災厄。三難異科，雜焉同會”，意思是：漢
成帝繼承八代功業，正當陽數的末季，進入三七的端頭，遭受《無妄》的卦
運，正值百六的災厄②。三難不同類，相雜會合。
《漢書·王莽傳》的記載則是：
　 　 是歲廣饒侯劉京、車騎將軍千人扈雲、太保屬臧鴻奏符命。京言
齊郡新井，雲言巴郡石牛，鴻言扶風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
上奏太后曰：“陛下至聖，遭家不造，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，承天威命，
詔臣莽居攝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寄。臣莽兢兢業業，懼於不稱。”③
新室之興也，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。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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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八五《谷永傳》，第 １１册，第 ３４６８頁。
胡三省注《資治通鑑》稱：《易九繍》曰：“切入元，百六陽九。”孟康曰：“《易傳》也。所謂陽九之
繍，百六之會也。初入元，百六歲有繍者，則前元之餘氣也。”孔穎達曰：“凡水旱之歲，曆運有
常。按《律曆志》云：十九歲爲一章，四章爲一部，二十部爲一統，三統爲一元。則一元有四千五
百六十歲。初入元一歲有陽九，謂旱九年。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，謂水九年。以一百六歲並三
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，注云，六乘八之數。……其災歲，兩個陽九年，一個陰九年，一個陰、
陽各七年，一個陰、陽各五年，一個陰、陽各三年，總有五十七年，並前四千五百六十年，通爲四千
六一十七歲。此一元之氣終矣。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。所以正用七、八、九、六相乘者，以水
數六，火數七，木數八，金數九，此交互相乘也。以七、八、九、六陰陽之數自然，故有九年、七年、
五年、三年之災。”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九九《王莽傳上》，第 １２册，第 ４０９３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九九《王莽傳上》，第 １２册，第 ４１１２頁。
據王莽所言“漢十二世三七之厄”、“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”，則其“三
七之厄”循《春秋》例，與王命、帝王世紀有關。此處“十二世”，是將漢高祖
後吕雉執政年數計入，至漢平帝止。“九世之後”，是説王莽新朝德祥之最
初出現，在漢九世之後即漢元帝之後的漢平帝朝。
以上三處關於“三七之厄”之記載，《漢書》各家注釋説法如下：
《路温舒傳》，張晏注“漢厄三七”曰：“三七二百一十歲也。自漢初至
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，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。”顔師古注“谷永亦言如此”
曰：“永上書所謂‘涉三七之節絶’者也。”①
《谷永傳》，孟康注“涉三七之節紀”：“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，
今已涉向其節紀。”②
《王莽傳》，蘇林注“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”：“二百一十歲，九天子
也。”③蘇林説“二百一十歲，九天子”，當誤。
張晏、孟康之説，實以“三七之厄”爲“三七二百一十歲”，即漢初至漢平
帝凡二百一十年。王莽所言“漢十二世三七之厄”，“十二世”即指漢初至漢
平帝，可知王莽是將“三七”理解爲王朝年數，即將“三七”與具體數字聯繫
起來。又《漢書·王莽傳中》證實：“莽乃策命孺子曰：‘諮爾嬰，昔皇天右乃
太祖，歷世十二，享國二百一十載，曆數在於予躬。《詩》不云乎“侯服于周，
天命靡常”。封爾爲定安公，永爲新室賓。’”此乃王莽明確將“十二世”與
“二百一十載”聯繫起來之直接證據。
由王莽之説分析，張晏、孟康之説自無可疑，因爲王莽已見漢平帝崩，其
説自漢初至漢平帝二百一十年，是恰當的。然而，其前之路温舒祖父與路温
舒、谷永等人，如何預知漢初至漢平帝崩恰好二百一十年事？若説路温舒、谷
永等人，通過術數，預知漢至二百一十歲有“厄”，則有可能。所以説，將“三七
之厄”理解爲漢朝至二百一十年有厄，雖然有其合理的一面，但也有許多可疑
之處。根據《漢書·路温舒傳》的記載，“三七之厄”被應用於解釋與社會政
治的關係，有一個變化過程：路温舒祖父時期，主要以勸誡皇帝爲主④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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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③
④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五一《路温舒傳》，第 ８册，第 ２３７２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八五《谷永傳》，第 １１册，第 ３４６８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九九《王莽傳上》，第 １２册，第 ４１１４頁。
本文曾在 ２０１５年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“周秦漢唐讀書會”上宣講，李炳海先生在審讀本文之後
給筆者指出，路温舒“以爲漢厄三七之間，上封事以豫戒”之“豫戒”，有參與勸諫之意，並非預先
警告。此説有其道理。
有“（舒從祖父）上封事以豫戒”之説；谷永雖然“亦言如此”，然其“黨於王
氏”，故知此時稍有政治寓意；王莽之時，爲其代漢策略服務，完全賦予符命
思想，故有“及王莽篡位，欲章代漢之符，著其語”之説。但無論是路温舒之
勸誡，還是谷永、王莽時期發生的解釋變化，其中皆有賴以解釋其學説之特
定思想，則是肯定的。《路温舒傳》明言“受曆數天文，以爲漢厄三七之間”，
可知他是將“三七之厄”與天文、曆數聯繫起來的；《谷永傳》將“三七之厄”
與《周易》、“天文”並列而言之，已主要將“三七”與曆數聯繫起來。此種對
“三七之厄”認識的細微變化，體現了不同時代、不同政治背景下，漢人對該
思想的不同理解以及結合此思想對政治生活的不同認識。
職此之故，對“三七之厄”之理解，要分别從曆數、天文、陰陽五行與讖
緯等不同角度進行分析。
先從曆數看。曆數是古代社會國家政治層面的大事，《漢書》引《書》
曰：“先其算命。”顔師古注曰：“言王者統業，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。”①由此
可知，曆數是理解古代社會歷史的關鍵。
關於“三七之節紀”，與此有關的是《漢書·律曆志》的記載：“斗綱之
端連貫營室，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，以紀日月，故曰星紀。五星起其初，日
月起其中，凡十二次。日至其初爲節，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。視其建而
知其次。故曰‘制禮上物，不過十二，天之大數也’。”②此知“節紀”與“星
紀”、太陽運行位置有關。根據此材料推測，“三七之厄”與五星、十二次有
關係，而五星與五行相對、十二次與六律六吕有關，故從曆數分析“三七之
厄”，離不開五星與五行、十二月份與律吕的關係。
第一，“三七之厄”與“五星”之關係。《漢書·天文志》對此記載不多，
可能主要與不同月份星宿的運行軌跡有關係。從五星角度看“三七之厄”，
歲星（木）和熒惑（火）是非常重要的二星。按照《漢書·天文志》的記載，
二星相合，就出現饑荒與旱災③。二星皆與國家命運有關，如歲星“贏，其國
有兵不復；縮，其國有憂，其將死，國傾敗。所去，失地；所之，得地。一曰，
當居不居，國亡；所之，國昌；已居之，又東西去之，國凶”云云④，熒惑“逆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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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一《律曆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９５６—９５７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一《律曆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９８４頁。
班固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：“凡五星，歲與填合則爲内亂，與辰合則爲變謀而更事，與熒惑合則爲饑，
爲旱，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，爲水。”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六《天文志》，第 ５册，第 １２８０頁。
一舍二舍爲不祥，居之三月國有殃，五月受兵，七月國半亡地，九月地大半
亡。因與俱出入，國絶祀。熒惑爲亂爲賊，爲疾爲喪，爲饑爲兵，所居之宿
國受殃”云云①，皆與國家興亡密切相關。尤其是歲星，其變化與“三七之
厄”關係更大：三月，歲星在辰位爲執徐，“失次，杓，早旱，晚水”；七月，歲
星在申曰涒灘。無論如何，若三月、七月歲星失次則有災，當爲無疑。而其
最大殃，當爲“國有殃”。此説與王朝更替關係不大，據《路温舒傳》言其從
祖父受曆數天文分析，此當爲路温舒時之推算法。
第二，“三七之厄”與十二月份、律吕之關係②。按照十二月份與律吕之
關係，“三七之厄”之三、七，如果分别代表三、七之月，則其與律吕具有對應
關係，前者即代表：“姑洗：洗，潔也，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。位於辰，在三
月。”後者代表：“夷則：則，法也，言陽氣正法度，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。
位於申，在七月。”③結合《史記·律書》與《淮南子》等記載，三月之姑洗象
徵萬物更新、去故就新④；七月象徵陰盛陽衰、萬物凋零，對應人事有刑罰之
義⑤。李炳海先生曾經來信指出：“三七之厄”與律曆的聯繫，“三”指的
是夏曆三月，對應的是“姑洗”；“七”代表夏曆七月，對應的是“夷則”，
路温舒所言“漢厄三七之間”，是對以往西漢歷史的反思，並且具有很
强的針對性，並不是對未來的預言；谷永的“涉三七之節紀”，“節”指的
是季節、“紀”指的是“綱紀”、“準則”，此處之“三七”即對應三月、七月，
涉及的是漢成帝本人及後宫問題；王莽之“三七之厄”指的是漢平帝薨後
立漢宣帝玄孫劉嬰爲皇太子事。但無論怎樣，“三七之厄”，皆與西漢王
朝的政治生命有關。尤其是，綜合《漢書·律曆志》的記載看，“三七之節
紀”，很可能還是與“星紀”、季節有關係。此應爲谷永以後實施之推算
方法。
第三，“三七之厄”與天地、五行之關係。根據《漢書·律曆志》，天地與
五行的對應關係是：天以一生水、地以二生火、天以三生木、地以四生金、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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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六《天文志》，第 ５册，第 １２８１頁。
本則資料與思路由李炳海先生提供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一《律曆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９５９頁。
高誘注《淮南子》：“是月陽氣養生，去故就新，故曰姑射。”《白虎通·五行》：“潔者，故也。洗
者，鮮也。言萬物去故就新，莫不鮮明也。”
高誘注《淮南子》：“夷，傷也。則，法也。是月陽衰陰盛，萬物凋傷，應法成性，故曰夷則也。”
以五生土①；天地與數字的對應關係是：天一地二、天三地四、天五地六、天
七地八、天九地十②。如果按照“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”進一步推論，六、七、
八、九、十，亦對應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“三七之際”，即木、火之際。按照歷史
記載，木、火之間，皆有“閏位”之朝代産生，如共工、秦皆爲水德，各自在火、
木或木、火之間，因“非其序”，“爲閏位”，故《易》不載③。無論如何推算，此
説皆可證將有王朝更替之事發生。結合《漢書·路温舒傳》的記載分析，此
種推算法，應在王莽時期。
綜上，曆數、天文與“三七之厄”，大致可與時節、星宿運行有關係；節令
與星宿之失次，當會導致國家灾難甚至政權更迭。王莽及其以後之“三七
之厄”説，與王朝更替之關係得以加强，東漢及其以後出現的“四七之際火
爲主”、“漢有六七之厄”説，皆與王朝更替有關，故王莽之“三七之厄”推算
法，尤其值得關注。
王莽將“三七”與數字聯繫起來，與《周易》、讖緯、五行皆有關係。
“七”在數字中重要性的提高，肇源於西漢末年。如成書於西漢末年的《緯
書》，其中《易乾鑿度》云：“易變而爲一，一變而爲七，七變而爲九。九者氣
變之究也，乃復變而爲一。”可知“七”是“一”、“九”之間的關鍵連結點，鄭
玄注：“一變而爲七，是今陽爻之象。七變而爲九，是陽爻之變。”④據《河
圖》之説，數字與方位、五行的關係如下：（一）六合北方爲水，（二）七合南
方爲火，（三）八合東方爲木，（四）九合西方爲金，（五）十合中間爲土。此
亦五行之數字代表法。按照數位與五行關係之排列次序，當作如下安排：
一（水）———二（火）———三（木）———四（金）———五（土）———六（水）———
七（火）———八（木）———九（金）———十（土），周而復始，循環往復。這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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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漢書·律曆志》記載：“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，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。其於人，皇極統三德五
事。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，日合於天統，月合於地統，斗合於人統。五星之合於五行，水合於辰
星，火合於熒惑，金合於太白，木合於歲星，土合於鎮星。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。天以一生水，地
以二生火，天以三生木，地以四生金，天以五生土。五勝相乘，以生小周，以乘‘乾’、‘坤’之策，
而成大周。陰陽比類，交錯相成，故九六之變登隆於六體。”參見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一，《律曆
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９８５頁。
《易》曰：“天一地二，天三地四，天五地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地十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
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，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”參見班固
《漢書》，卷二一《律曆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９８３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一《律曆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１０１２頁。
《易緯·易乾鑿度》，趙在翰輯，鐘兆鵬、蕭文郁點校《七緯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１２ 年版，第
４４頁。
個“五行相勝”的圖式。
一、七爲陽爻之象，七，甲骨文作 ；九，《説文》：“九，陽之變也。”甲骨
文作 。從字形上看，一、七、九具有逐漸演變的軌跡。按照揚雄《太玄》的
説法，天地生成與五行相配之數，一爲水，七爲火，九爲金①，具有相克關係。
按照五德終始論，秦爲水德（尚六），周爲火德（應尚七），殷爲金德（尚九），
據此推論，夏當爲木德（尚八），舜即爲土德（尚五）。堯爲火德，禪位於舜，
故二者並無直接相克相生關係。此爲“五行相勝”理論。但是，如果按照這
個曆史觀，漢當爲土德，爲舜後。這就與《漢書》班固贊所言“漢承堯運，德
祚已盛，斷蛇著符，旗幟上赤，協於火德”相矛盾。另外，所有這些皆與漢代
“推曆數以知天命”的思想有關，並且“這種推曆數以知國命的想法和做法，
確實是一般中國讀書人廣泛採用或相信的”，其肇端即在於漢代的圖讖；而
其思想依據，或者是孔子《論語·堯曰》的記載②。
王莽復古，結合讖緯理論，改造了帝王世系：
　 　 “帝王之道，相因而通；盛德之祚，百世享祀。予惟黄帝、帝少昊、
帝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帝夏禹、皋陶、伊尹咸有聖德，假於皇天，功
烈巍巍，光施於遠。予甚嘉之，營求其後，將祚厥祀。”惟王氏，虞帝之
後也，出自帝嚳；劉氏，堯之後也，出自顓頊。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，奉
黄帝後；梁護爲脩遠伯，奉少昊後；皇孫功隆公千，奉帝嚳後；劉歆爲祁
烈伯，奉顓頊後；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，奉堯後；嬀昌爲始睦侯，奉虞
帝後；山遵爲襃謀子，奉皋陶後；伊玄爲襃衡子，奉伊尹後。漢後定安
公劉嬰，位爲賓。周後衛公姬黨，更封爲章平公，亦爲賓。殷後宋公孔
弘，運轉次移，更封爲章昭侯，位爲恪。夏後遼西姒豐，封爲章功侯，亦
爲恪。四代古宗，宗祀於明堂，以配皇始祖考虞帝。周公後襃魯子姬
就、宣尼公後襃成子孔鈞，已前定焉。③
在此處，五德終始一個循環之後，按照“五行相生”理論，漢承堯後，爲
火德（尚七）；王莽承舜後，爲土德（尚五）。從後來出現的“四七之際”、“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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揚雄著，司馬光集注，劉韶軍點校《太玄集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９８年版，第 １９６、１９７、１９８頁。
龔鵬程《漢代思潮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５年版，第 １５９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九九《王莽傳中》，第 １２册，第 ４１０５頁。
七之厄”皆以“七”爲中心看，以漢尚“七”是有道理的。
西漢所尚之“七”，是“一”、“九”轉變的關鍵點，也應該是王權更迭的
關節。“三”爲木，“七”爲火，如果將“三七之間”理解爲“木、火之間”，則爲
四（金）、五（土）、六（水）。按照五行相生理論，木（三）生火（七），火（七）
生土（五），新莽爲土德，承堯禪讓舜之例，與火德有間接相生關係。也就是
説，按照五行相生理論，“三七之厄”當有王朝更替之象；“三七之間”或“三
七之節紀”，當“木”爲主而生“火”，下一步就是“火生土”。此或“三七之
厄”之主要意思。另外，王莽新朝對劉氏炎漢而言，雖異姓而代，卻是禪讓
之舉，而無“革命”之實，故以“相生”立論。
從實物角度看，西漢末年與王莽時期的銘鏡，多流行三言、七言銘文，
尤以七言銘文爲夥，如《尚方銘四靈博局鏡（一）》：“尚方作竟真大巧，上有
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，非回（徘徊）名山采草，浮由（游）天下敖四
海，壽如今（金）石得天道，子孫長相保兮。”其中除兩句外，餘皆七言①。
《尚方銘四靈博局鏡（二）》：“尚方禦竟大毋傷，左龍右虎辟不羊，朱鳥玄武
調陰陽，子孫備具居中央，上有仙人高敖（遨）詳（翔），壽敝（比）金石如侯
王兮。”②此處皆七言（最後一句之“兮”字可排除）。《尚方銘四靈博局鏡
（三）》：“尚方作竟真大好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，浮游天下敖
（遨）四海，徘徊名山采芝草，壽如今（金）石爲國保，大富昌，子孫備，具中
央。”③最後三句三言、餘皆七言。《尚方銘四靈博局鏡（四）》：“尚方作竟真
大好，上有仙人不知老，渴飲玉泉饑食棗，浮游天下敖（遨）四海，徘徊名山
采芝草，壽敝（比）金石爲國保兮。”此處亦皆七言。其他鏡銘文或七言，或
三七言多有。此種刻在實物上的三、七言鏡銘文，是否是當時讖緯、數字
（七或三七觀念）之思想反映？值得思考。
但是，由漢高祖至漢平帝，凡二百一十年，之後還有漢孺子劉嬰，雖然
劉嬰未曾稱帝，平帝崩至王莽稱帝之間的時間如何對待？王莽構建的上古
帝王世系中，共有黄帝、帝少昊、帝顓頊、帝嚳、帝堯、帝舜、帝夏禹、皋陶、伊
尹九人，其中七位爲帝王，最後兩位分别爲舜和湯舉薦的賢相，稱他們“咸
有聖德”。王莽遵奉皋陶、伊尹的行爲，從“三七之厄”的角度，就可以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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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綱懷《清華銘文鏡———鏡銘漢字演變簡史》，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，第 ８６頁。
王綱懷《清華銘文鏡———鏡銘漢字演變簡史》，第 ８８頁。
王綱懷《清華銘文鏡———鏡銘漢字演變簡史》，第 ９０頁。
爲是他彌合漢平帝至其稱帝之間的時間空白，並以他作賢相攝政之時爲新
朝建國之時。王莽後來著意復古上古之政，本意或在此。但是，班固《漢
書》稱“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，凡二百三十歲”，可知東漢時期是將王莽篡漢
年數仍計入漢王朝時間内，其實就抹殺了王莽等人所説的“漢厄三七之
紀”。但毋庸置疑，在西漢歷史的話語體系中，“三七之厄”不僅真實存在，
而且確實與西漢社會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。
二、路温舒、谷永“三七之厄”思想與經學之關係
由上文“三七之厄”與《周易》、緯書之關係可知，“三七之厄”與經學有
著千絲萬縷的聯繫。此不僅體現經學於讖緯之重要意義，亦體現經學在漢
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響。
路温舒從其祖父受曆算天文，所接受之“漢厄三七之間”思想，主要結
合的是《春秋》之學。《漢書·路温舒傳》稱其“受《春秋》，通大義”，又稱：
“臣聞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統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與天合符，宜改前
世之失，正始受（命）之統，滌煩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繼絶，以應天意。”①此提出
《春秋》“正即位”、“與天合符”、“正始受（命）之統”、“存亡繼絶，以應天
意”，是將王權受命與天命聯繫起來。路温舒以曆數天文解“三七之厄”，與
其以《春秋》説“正即位”、“與天合符”思想相合。此時路温舒對“三七之
厄”的理解，實以《春秋》大義爲依歸。又《漢書》路温舒本傳稱其受《春秋》
之前，“學律令，轉爲獄史，縣中疑事皆問焉”②，疑其所受《春秋》，乃以“《春
秋》決獄”爲主的《公羊》董氏派。
谷永，本傳稱“少爲長安小史，後博學經書”③。據其“遭《無妄》之卦
運”、“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，群災大異，交錯鋒起，多於《春秋》所書”看，
谷永通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另外，谷永上書多引經，具體情況如下（出處皆依
《漢書》顔師古注説，不同處有説明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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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五一《路温舒傳》，第 ８册，第 ２３６８、２３６９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五一《路温舒傳》，第 ８册，第 ２３６７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八五《谷永傳》，第 １１册，第 ３４４３頁。
《易》：
《易》曰：“危者有其安者也，亡者保其存者也。”（《下繫》）
《易》曰：“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”（《未濟》上九爻辭）
《易》曰：“在中饋，無攸遂。”（《家人》六二爻辭）
《易》曰：“屯其膏，小貞吉，大貞凶。”（《屯卦》九五爻辭）（傳曰：“饑而
不損兹謂泰，厥災水，厥咎亡。”《洪範傳》）（《訞辭》曰：“關動牡飛，辟爲無
道，臣爲非，厥咎亂臣謀篡。”《易爻占》）
據此處所見，谷永以《易》、《洪範傳》、《易爻占》等解釋災異，結合本傳
又稱“其於天官、《京氏易》最密”，可知谷永當屬《周易》京氏派（此未見清
唐晏《兩漢三國學案》）。又谷永上書中，常結合《詩》以發明《易》旨、證驗
史實、解釋人事，此乃《子夏易傳》之學術特點。《京氏易》即出自《子夏
易傳》①。
《書》：
經曰：“皇極，皇建其有極。”（《周書·洪範》）（傳曰：“皇之不極，是謂
不建，時則有日月亂行。”）
經曰：“繼自今嗣王，其毋淫于酒，毋逸于游田，惟正之共。”（《周書·
無逸》）
經曰：“亦惟先正克左右。”（顔師古以爲《周書·君牙》之辭，原文作
“惟先正之臣，克左右亂四方”。此又見《周書·文侯之命》“亦惟先正克左
右昭事厥辟”，據此可知當作《文侯之命》爲是。）
經曰：“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（《虞書·舜典》）
又曰：“九德咸事，俊艾在官。”（《虞書·皋陶謨》，顔師古注作《咎
繇謨》）
經曰：“懷保小人，惠於鰥寡。”（《周書·無逸》）
經曰：“饗用五福，畏用六極。”（《周書·洪範》）（傳曰：“六沴作見，若
不共禦，六罰既侵，六極其下。”《洪範傳》）
《書》曰：“乃用婦人之言，自絶於天。”（《周書·泰誓》）
《書》曰：“四方之逋逃多罪，是宗是長，是信是使。”（《周書·泰誓》）
經曰：“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。”（《周書·康王之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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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徐芹庭《漢易闡微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 ２０１０年版，第三章《子夏易傳》，第 ９１—９２頁。
唐晏《兩漢三國學案》未見谷永之學派。據谷永結合《洪範傳》等説災
異推斷，其《書》學思想，大致與後來曾撰《洪範五行傳》之劉向古文《尚書》
派較爲接近。
綜合以上谷永引《書》，所見篇目有：《周書》之《洪範》、《無逸》、《文侯
之命》（或《君命》）、《泰誓》、《康王之誥》，《虞書》之《舜典》、《皋陶謨》。按
照今古文説法，西漢今文《尚書》篇目無《康王之誥》（在《顧命》内）、《舜
典》（在《堯典》内）和《泰誓》①。其他無可異議，唯古文《泰誓》不見於伏生
《尚書大傳》篇目，可知谷永所見《尚書》篇目與今文還不同。谷永引用的文
字中，或有古文《尚書》内容。
然而，谷永引《舜典》：“三載考績，三考黜陟幽明。”同《尚書大傳》，而
與司馬遷“三歲一考功，三考一黜陟”及《漢書·李尋傳》引“三載考績，三
考黜陟”不同，孫星衍以爲谷永所引爲今文②。據句讀不同而斷其今古，似
乎過於武斷，但不能排除谷永引《尚書》有今、古文混用的情況。
據孫星衍之説，其他情況如下：
《虞書》：
谷永引《皋陶謨》：“九德咸事，俊艾在官。”孫本“艾”作“乂”，馬融、鄭
康成作“乂”，孫稱“一作乂”③。此處今、古難斷。
《周書》：
《書》曰：“乃用婦人之言，自絶於天。”“四方之逋逃多罪，是宗是長，是
信是使。”（《周書·泰誓》）
《漢書·五行志》谷永引《尚書》：“乃用其婦人之言，四方之逋逃多罪，
是信是使。”此處谷永引《尚書》有“其”字、無“是宗是長”句，據此可知其或
有簡引者，並未完整引用《尚書》文字。孫星衍未斷其今古文歸屬④。
《洪範》：“皇極，皇建其有極。”今本作：“五，皇極：皇建其有極。”孫本
稱：“史遷無‘五’字。”⑤知此處谷永引古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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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起釪《尚書學史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年版，第 ６８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８６年版，第 ７２—７３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８３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２８０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３０３頁。
《洪範》：“饗用五福，畏用六極。”“畏”，孫本作“威”，司馬遷亦作
“威”，孫本以爲“今古文不同”所致①。由此知此處谷永引古文。
《無逸》：“繼自今嗣王，其毋淫于酒，毋逸于游田，惟正之共。”孫本作：
“繼自今嗣王，則其無淫于觀、于逸、于游、于田，以萬民惟正之供。”孫星衍
以《熹平石經》有同谷永引文字，故以谷永引爲今文②。
《無逸》：“懷保小人，惠于鰥寡。”孫本“人”作“民”、“于”作“鮮”，稱
《熹平石經》同谷永引，皆今文③。鰥，《熹平石經》作“矜”。《熹平石經》所
引與谷永引用文字並非完全相同，可知谷永引《無逸》自有其來源。孫星衍
推斷其爲今文。
《康王之誥》（或《顧命》）：“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。”孫本“無”
作“罔”④。
《文侯之命》：“亦惟先正克左右。”（顔師古以爲《周書·君牙》之辭，原
文作“惟先正之臣，克左右亂四方”。此又見《周書·文侯之命》“亦惟先正
克左右昭事厥辟”，據此可知當作《文侯之命》爲是。）孫星衍亦稱：“師古
曰：‘《周書·君牙》之辭也。’按：永時未有僞古文，當用此經。”⑤
按照孫星衍的考證，谷永引《尚書》多今文，然亦不能排除其所引已有
古文。
《詩》：
谷永《詩》學未詳。據本傳，谷永上書稱：“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
者，皆由婦人與群惡没湎於酒。《書》曰：‘乃用婦人之言，自絶於天。’‘四
方之逋逃多罪，是宗是長，是信是使。’《詩》云：‘燎之方陽，寧或滅之？赫赫
宗周，褒姒滅之！’《易》曰：‘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’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
者，養生泰奢，奉終泰厚也。二者陛下兼而有之，臣請略陳其效。《易》曰：
‘在中饋，無攸遂。’言婦人不得與事也。《詩》曰：‘懿厥哲婦，爲梟爲鴟’；
‘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’。”⑥據其將《詩》與《易》、《書》結合解釋災異看，其
·７９·“三七之厄”與兩漢之際經學思想之關係　
①
②
③
④
⑤
⑥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２９５、２９６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４４２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４４１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５０９頁。
孫星衍著，陳抗、盛冬鈴點校《尚書今古文疏證》，第 ５４５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八五《谷永傳》，第 １１册，第 ３４５９頁。
《詩》學思想有董仲舒《齊詩》成分。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對此有辨析，故此處多引其説。
《國風·邶國·谷風》：“凡民有喪，扶服捄之。”“扶服”，此《魯詩》、《齊
詩》説，《毛詩》作“匍匐”①。“捄”，此《魯詩》説，《毛詩》用“救”字。此處谷
永用《魯詩》②。
谷永稱：“息《白華》之怨。”見於《詩經·小雅·白華》今闕。《毛詩正
義》稱：“《白華》，孝子之潔白也。”③主旨與《毛詩正義》説不同。
《小雅·正月》：“燎之方陽，寧或滅之？赫赫宗周，褒姒烕之！”“陽”，
此《齊詩》説，《毛詩》作“揚”；“烕”，《魯詩》作“滅”④。
《大雅·蕩》：“殷監不遠，在夏後之世。”“監”，此《魯詩》説，齊、韓、毛
三家作“鑒”⑤。
《大雅·瞻卬》：“懿厥哲婦，爲梟爲鴟。”“匪降自天，生自婦人。”第一
句中，“哲”，當作“悊”，顔師古注“悊，智也”可證。王先謙稱：《魯詩》“哲”
作“悊”。第二句，“匪”上奪“亂”字，此亦見顔師古注“言此禍亂非從天而
下”。王先謙以爲，谷永引此處二句詩，皆用《魯詩》⑥。
《大雅·皇矣》：“乃眷四顧，此惟予宅。”“予”，同《魯詩》，《毛詩》作
“與”；“眷”，《魯詩》一作“睠”；“宅”，《魯詩》一作“度”。此處具體如何
不明。
綜上，谷永《詩》學，以《魯詩》爲主，而兼有《齊詩》成分。
《論語》：
《論語》曰：“百姓不足，君孰予足？”（《顔淵》。“予”，今本作“與”。）
谷永《論語》學不詳宗派。“君孰予足”，唯谷永引如是，古“與”、“予”
通，如《詩·雞鳴》篇“會且歸矣，無庶予子憎”，《經典釋文》稱：“定本‘予’
作‘與’。”又《詩經·河廣》：“跂予望之。”“予”同“與”，即“而”意⑦。據此，
《詩經》“與”作“予”，當爲先秦古字。谷永所引《論語》，或亦即出自《古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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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年版，第 １７６頁。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第 １７７頁。
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，第 ４１８頁。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第 ６７０頁。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第 ９２８頁。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，第 ９９１頁。
裴學海《古書虚字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５４年版，第 １１、２頁。
語》。桓譚《新論·正經》稱《古論語》“與齊、魯異音四百餘字”①，此“予”、
“與”之不同，不知是否在此列？存疑。
結合谷永引經可以推斷：谷永《易》學，以京氏爲主；《書》學以今文爲
主，然亦有古文學；《詩》學以《魯詩》爲主，兼有《齊詩》；《論語》大概屬於
《古論語》。即以谷永與路温舒相比，同爲讖緯家，路温舒以董仲舒《公羊春
秋》説災異，是西漢初年流行做法；而谷永説災異，則較爲深入地援引各種
經學文字，並且在西漢通行經文文字基礎上，開始引用古文經文字。又谷
永曾依附王莽，其讖緯學思想，不能不對王莽産生影響。此處之結論，可補
清唐晏《兩漢三國學案》之所闕。
三、王莽“三七之厄”思想與讖緯、經學之關係
《漢書·王莽傳》所言“三七之厄”之思想基礎，除路温舒、谷永之天文、
曆數，主要採用者或即齊人甘忠可“赤精子”、“漏刻百二十度”等讖緯學説。
王莽本傳記載：
　 　 是歲，廣饒侯劉京，車騎將軍千人扈雲、大保屬臧鴻奏符命。京言
齊郡新井，雲言巴郡石牛，鴻言扶風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
上奏太后曰：“陛下至聖，遭家不造，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，承天威命，
詔臣莽居攝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寄。臣莽兢兢業業，懼於不稱。宗
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：‘七月中，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，
曰：“吾，天公使也。天公使我告亭長曰：‘攝皇帝當爲真。’即不信我，
此亭中當有新井。”亭長晨起視亭中，誠有新井，入地且百尺。’十一月
壬子，直建冬至，巴郡石牛，戊午，雍石文，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。臣與
太保安陽侯舜等視，天風起，塵冥，風止，得銅符帛圖於石前，文曰：‘天
告帝符，獻者封侯。承天命，用神令。’騎都尉崔發等視説。及前孝哀
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，更爲太初元將元年，案其本事，甘忠
可、夏賀良讖書臧蘭台。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，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。
於今信矣。《尚書·康誥》‘王若曰：“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”’此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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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朱謙之《新輯本桓譚新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２００９年版，第 ３８頁。
居攝稱王之文也。《春秋》隱公不言即位，攝也。此二經周公、孔子所
定，蓋爲後法。孔子曰：‘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’臣莽敢不承
用！臣請共事神祇宗廟，奏言太皇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稱假皇帝。其號
令天下，天下奏言事，毋言‘攝’。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，漏刻以百二
十爲度，用應天命。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，令與周之成王比德，宣明
太皇太后威德于萬方，期于富而教之。孺子加元服，復子明辟，如周公
故事。”奏可。衆庶知其奉符命，指意群臣博議别奏，以視即真之
漸矣。①
在此，與讖緯、符命有關者有：“京言齊郡新井，雲言巴郡石牛，鴻言扶風雍
石”，“遭家不造，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”，“漏刻以百二十爲度，用應天命”。
王莽宣傳的“三七之厄”與“漏刻百二十度”具有内在聯繫，而“漏刻百
二十度”則早始於漢成帝時期齊人甘忠可的讖緯學説。漢哀帝時期，此説
因夏賀良、解光、李尋等人得以實行。《漢書·李尋傳》記載：
　 　 成帝時，齊人甘忠可詐造《天官曆》、《包元太平經》十二卷，以言
“漢家逢天地之大終，當更受命於天，天帝使真人赤精子，下教我此
道”。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、容丘丁廣世、東郡郭昌等，中壘校尉劉向
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，下獄治服，未斷病死。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
以不敬論，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。哀帝初立，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
通災異得幸，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。事下奉車都尉劉歆，歆以爲不合
“五經”，不可施行。而李尋亦好之。……勸尋宜助賀良等。尋遂白賀
良等皆待詔黄門，數召見，陳説：“漢曆中衰，當更受命。成帝不應天
命，故絶嗣。今陛下久疾，變異屢數，天所以譴告人也。宜急改元易
號，乃得延年益壽，皇子生，災異息矣。……”哀帝久寢疾，幾其有益，
遂從賀良等議。於是詔制丞相御史：“蓋聞《尚書》‘五曰考終命’，言
大運壹終，更紀天元人元，考文正理，推曆定紀，數如甲子也。……惟
漢興至今二百載，曆紀開元，皇天降非材之右，漢國再獲受命之符，朕
之不德，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，必與天下自新。其大赦天下，以建平
二年爲太初元年，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。漏刻以百二十爲度。布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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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使明知之。”①
由此可知，“漏刻百二十度”與漢王朝天命有關；此處所言“漢興至今二百
載，曆紀開元，皇天降非材之右，漢國再獲受命之符”，當與“三七之厄”有某
種聯繫。而最後實行“漏刻百二十度”，實際上是爲了“漢國再獲受命”。此
記載又見於《漢書·哀帝紀》：“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，漢家曆運中
衰，當再受命，宜改元易號。詔曰：‘漢興二百載，歷數開元。皇天降非材之
佑，漢國再獲受命之符，朕之不德，曷敢不通！夫基事之元命，必與天下自
新，其大赦天下。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。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。漏刻以
百二十爲度。’”顔師古注：“此本齊人甘忠可所造，今賀良等重言，遂施行
之。事見《李尋傳》。”②值得注意的是，此説重點在“漢家曆運中衰，當再受
命”，改變漏刻，並不能改變漢家天命斷絶的事實，故後來漢哀帝以此無應
驗而廢除③。王莽時期，又重新改變，乃再續漢哀帝時期夏賀良等人舊説，
以佐其“三七之厄”之説。並且，甘忠可的“赤精子”學説，是以漢朝爲火德，
這也是王莽接受此説，以新朝爲“土德”的思想根源。
與路温舒、谷永一樣，王莽説“三七之厄”，也離不開經學的支持，如上
述引文與經學有關者有：《尚書·康誥》“王若曰：‘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
封’”，《春秋》“隱公不言即位”，《論語·季氏》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
言”。由此看出，王莽説災異主要依據的是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的
學説。
另外，根據史書記載，王莽深諳經學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記載：
　 　 莽性躁擾，不能無爲。每有所興造，必欲依古得經文。國師公劉
歆言周有泉府之官，收不讎，與欲得，即《易》所謂“理財正辭，禁民爲
非”者也。莽乃下詔曰：“夫《周禮》有賒、貸，《樂語》有五均，傳記各有
斡焉。今開賒貸，張五均，設諸斡者，所以齊衆庶，抑並兼也。”……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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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七五《李尋傳》，第 １０册，第 ３１９２—３１９３頁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一一《哀帝紀》，第 １册，第 ３４０頁。
《漢書·李尋傳》漢哀帝詔書曰：“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，增益漏刻，可以永安國家。朕通道
不篤，過聽其言，幾爲百姓獲福。卒無嘉應，久旱爲災。以問賀良等，對當復改制度，皆背經誼，
違聖制，不合時宜。夫過而不改，是爲過矣。六月甲子詔書，非赦令，它皆蠲除之。賀良等反道
惑衆，奸態當窮竟。”
以《周官》税民：凡田不耕爲不殖，出三夫之税……羲和魯匡言：“名
山、大澤，鹽、鐵、錢、布、帛，五均賒貸，斡在縣官，唯酒酤獨未斡。酒
者，天之美禄，帝王所以頤養天下，享祀祈福，扶衰養疾。百禮之會，非
酒不行。故《詩》曰‘無酒酤我’，而《論語》曰‘酤酒不食’，二者非相反
也。夫《詩》據承平之世，酒酤在官，和旨便人，可以相御也。《論語》孔
子當周衰亂，酒酤在民，薄惡不誠，是以疑而弗食。今絶天下之酒，則
無以行禮相養；放而亡限，則費財傷民。……”①
此處涉及的古書或其篇名有《周易》、《周禮》、《樂語》②、《周官》（即《周
禮·地官·載師》）、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、《論語·鄉黨》。此證王莽經濟
制度，多取古書記載。
除此之外，王莽於經學方面的記載，還有：
《禮》學方面，王莽早年曾學《禮》於沛人陳參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記載：
“莽獨孤貧，因折節爲恭儉。受《禮經》，師事沛郡陳參，勤身博學，被服如儒
生。”③陳參，沛郡人，其事史書不載。此《禮經》，可能是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之
一種或者二者兼而有之。《周禮》後出，爲古文，於民間流傳；王莽時遵奉此
經，疑此即其早年所學《禮經》。
《易》學方面，《後漢書·徐防傳》稱：“徐防字謁卿，沛國銍人也。祖父
宣，爲講學大夫，以《易》教授王莽。父憲，亦傳宣業。防少習父祖學，永平
中，舉孝廉，除爲郎。”李賢注：“王莽置《六經》祭酒各一人，秩上卿。長安國
由爲講《易》祭酒，宣爲講學大夫，蓋當屬於祭酒也。”④徐防，沛郡銍人，其
祖父教王莽《易》，則王莽《易》亦出自沛人之學。又王莽時徐宣方爲“講學
大夫”，則王莽從徐宣學《易》時，宣尚爲布衣。有人推測，王莽所學爲費
氏《易》⑤。
《春秋左氏傳》，王莽學於蒼梧陳欽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説：“漢興，北平
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、京兆尹張敞、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《春秋左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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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二四下《食貨志》，第 ４册，第 １１７９頁。
鄧展以爲即河間獻王所傳《樂元語》，“道五均事”。沈欽韓曰：“《樂語》，《白虎通》引之。案《周
書·大聚解》云有五均，早暮如一，送行逆來，振乏救窮。《樂語》又本《周書》也。”按：此《周書》
爲《逸周書》。
班固《漢書》，卷九九上《王莽傳》，第 １２册，第 ４０３９頁。
范曄著，李賢注《後漢書》，卷四四《徐防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年版，第 ６册，第 １５００頁。
王繼訓《王莽與漢代今古文經學之辨析》，載於《齊魯學刊》（１９９９年第 ５期）。
傳》。……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、胡常。常授黎陽賈護季君，哀帝時待詔爲
郎，授蒼梧陳欽子佚，以《左氏》授王莽，至將軍。”①《後漢書·陳元傳》：“陳
元字長孫，蒼梧廣信人也。父欽，習《左氏春秋》，事黎陽賈護，與劉歆同時
而别自名家。王莽從欽受《左氏學》，以欽爲厭難將軍。”蒼梧廣信，李賢注：
“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。”②
《漢書》稱王莽“孤貧”，當時求學之人，皆非顯貴，如上述所言之陳參、
徐防、陳欽，皆是。此可知王莽早年求學之時，所接觸者多民間流傳之古文
學。當然，王莽在具體實施政治措施的過程中，古、今文皆有參用。
綜合以上研究可知，王莽“三七之厄”説，形式上較路温舒、谷永的一大
變化，就是除了繼續以古文經學説災異，還採納了齊人甘忠可的讖緯學説。
但在實質上，王莽“三七之厄”學説的思想基礎，已經與路温舒、谷永二人大
有不同。因爲王莽採用了漢爲火德之説，此同甘忠可説，則王莽説“三七之
厄”可能主要參用的是齊人甘忠可《包元太平經》的學説。《包元太平經》
是後來東漢“太平道”的基本教義，由此推測，王莽本人可能也是甘忠可學
説的信徒。綜合上文可以推知，西漢“三七之厄”之説的由來與發展路徑，
除“路温舒祖父———（路温舒之父？）———路温舒———谷永———王莽”這條路
徑，還有“路温舒祖父———（路温舒之父？）———路温舒———甘忠可（重平夏
賀良、容丘丁廣世、東郡郭昌）———解光、李尋、王莽”這一條路徑。路温舒，
巨鹿人；谷永，長安人；甘忠可，齊人；李尋，平陵人。可見，“三七之厄”，主
要是一種産生於漢代北方地區的學説，其流行區域主要在京城長安周圍。
餘　 　 論
漢光武帝時期，劉秀謀士又提出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之説，與王莽“三七
之厄”恰成對立關係。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記載：
　 　 行至鄗，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，自關中奉《赤伏符》，曰“劉
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鬥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”。群臣因復奏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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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固《漢書》，卷八八《儒林傳》，第 １１册，第 ３６２０頁。
范曄著，李賢注《後漢書》，卷三六《陳元傳》，第 ５册，第 １２２９—１２３０頁。
“受命之符，人應爲大，萬里合信，不議同情，周之白魚，曷足比焉①？今
上無天子，海内淆亂，符瑞之應，昭然著聞，宜答天神，以塞群望。”光武
於是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。②
其中“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鬥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”，李賢注：“四
七，二十八也。自高祖至光武初起，合二百二十八年，即四七之際也。漢火
德，故火爲主也。”由西漢建國（前 ２０２）至東漢建國（２５），恰合其數。
從數字與五行關係上看，此“四七之際”，與上文“三七之厄”所涉及之
“三七之間”、“涉三七之節季”，皆與數字變化之節點有關。根據上文討論
的數位與五行的配圖，可知“三七之間”、“三七之節紀”出現了木生火、火生
土現象，而四爲金、七爲火，將“四七之際”理解爲“金、火之際”，則會出現
“火克金”現象。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，則“四”之前的“三”與“七”之後的
“八”皆爲“木”，而“金克木”、“木克土”，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，即有“火”（木
生火）當興之象。光武帝劉秀提出的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，雖然與王莽土德
没有直接的相生相克關係，但他提出的“火爲主”，的確有接續西漢火德之
意。而這種“接續”，並非異姓王朝更迭，故以“相生”立論。
另外，後世僞託班固所造《漢武帝故事》，有“秦有三七之厄”、“漢有六
七之厄，法應再受命，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？六七四十二，代漢者，當塗高
也”之説，因史書對“秦有三七之厄”、“漢有六七之厄”並無記載，疑其爲東
漢以後人僞造。“代漢者，當塗高”，此説出自《春秋讖》：“漢家九百二十歲
後，以蒙孫亡，授以承相。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”東漢末年比較盛行，袁術、曹
丕對此各有解説。“六”爲水，“七”爲火，“六七之厄”，顯然以異姓代漢，故
以“五行相勝”説立論（水克火）。由此可知：當時的各種説法中，從“三
七”、“四七”到“六七”，“七”未變，與“七”搭配的數字不斷變化，這個現象
主要與“漢當亡”這一主題有關。從某種意義上説，“七”乃漢之命數。
無論是“三七之厄”，還是“四七之際火爲主”或“漢有六七之厄”，皆爲
王莽代漢、劉秀代莽續漢、他人代漢而制造的輿論宣傳工具。對於中國古
代歷史上任何一個新政權的建立而言，“正當性”、“合法性”都是統治者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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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賢注：“《尚書中候》曰‘武王伐紂，度孟津，中流白魚躍入王舟，長三尺，赤文有字，告以伐紂之
意’也。”
范曄著，李賢注《後漢書》，卷一《光武帝紀》，第 １册，第 ２１頁。
要考慮的問題。秦以上歷史正統觀念的建構，著重在於宣傳夏、商、西周末
代帝王之荒淫殘暴，從而爲後一個政權的“合法性”提供輿論準備。嬴秦以
暴力横掃六合，且自己本來就屬於周藩國，故並不顧忌輿論、道德的評判，
但是也採用五德終始理論，作爲當時一種先進的“科學知識”爲嬴秦統一做
出合理解釋。西漢就不一樣，劉邦本屬草莽，故其代秦就不但需要借助秦
王朝的五德終始觀念，還要找到與上古帝王的血緣關係。王莽代漢，除了
劉邦採用的伎倆，還借助秦、漢慣用的五德終始理論，但又用當時最流行的
讖緯知識進行了改造。劉秀代莽續漢，除了宣傳自己的出身，也採用了王
莽的讖緯學説。從這個意義上看，將讖緯理解爲當時比較先進且具有强大
思想力量的“科學知識”，是有道理的。而由“三七之厄”看，讖緯對兩漢之
際經學思想的發展與演進，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。
（作者單位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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